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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税制和财政体制的改革

翁 俊 雄

【内容提要】 唐代税制和财政体制改革主
一

要集中在唐后期
。

安 史之乱爆发
，

全 国编 民大

部流失
，
以征收人头税 为主的租庸调制无法继续

‘

经历数十年的摸索
，

从税人丁
，

经税资产
，

至税土地
，

最终确定 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合理体制
，

经宋至 明
、

清而 不 改
。

唐前期全 国财政 由 中央统一掌管和调拨
。

战乱 中
，

全国各地普遍设置 节度使
。

与此相适

应
，

唐朝财政体制也也改为
“ �
�供

” 、 “
留使

” 、 “
留州

”
的

一

三 分制
。

这
�

是历史发展的必然
，

中间虽

有波折
，

但至 文宗
、

宣宗时
，

编 户增加
，

中央和地方的时政状记也有很大的改善
。

【关键词】 安史之乱 第五琦 刘晏 杨炎 租庸调 两税法

在唐代近 ���年���阶一����年�中
，

以安 史之乱 ����一 �韶 年 �为断限
，

分为前后两个时

期
。

唐代的税制和财政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唐后期
�

无论税制
，

还是财政改革
，

都经历了数

十年的漫长过程
，

内容丰富
，

涉及面广
，

有很多经验
、

教训
，

都给后世以启迪
，

是个值得深入探

讨的问题
。

一
、

政治
、

经济形势的变化

在唐前期的
一

百余年中
，

社会经济形势发生 了巨大变化
。

唐朝初年
，

由干隋朝末年的战乱
，

经济凋敝
，

人 日大幅度减少
，

全国民户只有 ��� 万户 至唐玄宗开元
、

天宝年间����一���

年�
，

全国民户增到 �� 。 万
。

由于劳动人 口大幅度增多
“
高山绝壑

，

末相亦满
” ，

大片大片的土

地被开垦出来
。

杜
一

甫写道
� “
忆昔开元全盛 日

，

小邑犹藏万家室
” “
公私仓凛 皆丰实

” 。

出现了

一片繁荣
、

昌盛的景象
。

史载
� “
国家努藏充物

，

古今罕涛
” ，

意为
�

国家储藏的财货十分充实
，

是历史上无以伦比的
。

这意味着此时
，

无论是税收
，

还是财政状况
，

都极为良好
。

然而
，

天宝十四载 ����年�河北边将安禄山
、

史思明在范阳郡�治所在今河北蓟县�发动

叛乱
，

率 ��万叛军南
一

�
，

先后攻下洛阳和长安
。

唐玄宗一行逃往成都避难
。

经过八年的争战
，

于唐肃宗广德元年����年�终于将叛乱平定下去
。

在战乱期间
，

不仅北方广大地区的民户
，

而且其他地区的百姓纷纷背井离乡
，

逃往他乡
。

他们从官府的户籍上流失
，

乾元三年 ���� 年 �全国编民只有 ���余万户
，

流失了五分之四
。

唐前期实行租庸调制
，

以成年男子 ���一�� 岁�为征收对象 每个
一

丁男
，

每年缴纳粟 �石

�租�
、

绢 �丈�调�
，

并服谣役 �� 天
。

如不服摇役
，

则以缴绢 �每 日三尺�代替�庸�
，

即
“
以丁身

为本
”
的赋税制度

。

民户骤减五分之四
，

势必严重地影响 了税收
。

这只是间题的一个方面
，

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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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是
，

唐玄宗从长安出逃
，

如何组织地方力量参加平叛� 唐玄宗在逃向成

都的路上
，

在普安郡 �今四川剑阁�下诏
，

任命了一批节度使
。

过去只是在唐朝边疆地区设置

节度使
，

以加强边境的防守
。

这次则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置节度使
，

每个节度使管辖数州
。

诏

书云
�“
应须士马

、

甲仗
、

粮赐等并于当路 自供
。 ’ ，①这就是说

，

授予节度使在辖区内有招募
、

调

动军队的军权 �而为了解决军费所需要
，

又不得不授予他们在辖区内征收
、

支用赋税的财权
。

此外
，

还授予他们
“
自辟署吏

”
的用人权

。

唐前期
，

朝廷直接掌管全国 ��� 余州
，

各州的赋税收支
，

皆由中央的
“
户部

”
统筹

。

节度使

�战乱平息后
，

改称
“
观察使

”
�的普遍设置

，

有了地方上的财权
，

这就意味着财政体制上发生

了重大变化
。

安史乱后出现
�

�

匕述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
，

使税制和财政体制上的改革提到 日程上来
。

二
、

赋税制度的改革

唐后期的赋税改革
，

经过三个阶段
�

第五琦�复姓
“
第五

” ，

名琦�的改革

至德元年 ����年 �
，

北海郡�今山东益都�太守贺兰 �复姓�进明
，

为与朝廷取得联系
，

派

遣第五琦至成都
。

他对玄宗说
�“
方今用兵

，

最重要的是财政收入
。

而赋役收入
，

江淮�今安徽
、

江苏
、

浙江�居多
。

请委臣至江淮收取赋税
、 。

玄宗立即任命他为
“
江淮租庸使

” 。

当年十月
，

唐

肃宗在灵武即皇帝位
，

不久肃宗一行先至彭原�甘肃镇原以东�
，

后至凤翔 �陕西凤翔�
。

第五

琦面渴肃宗
，

提出将江淮租庸运至凤翔的具体路线
。

即避开战区
，

不走南北大运河
，

改由逆长

江
，

经汉水
、

北
�

匕凤翔的运输路线
。

肃宗遂将整个长江流域赋税征收
、

运输的事宜交给他
。

此

外
，

在乾元三年����年�
，

第 五琦 又建议实行
“
榷盐法

” ，

即食盐专卖制度
。

唐朝初所允许民户

生产食盐
，

并不收税
。

自开元元年��工�年�才对食盐生产者�亭户�收取
“
盐课

” 。

第五琦建议
，

由官府对亭户所产食盐实行统购
、

包销
。

原先食盐每年售价 �� 钱
，

官府统购
、

包销后
，

增至每

斗 ��� 钱
。

由于食盐是生活必需品
，

这样
，

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
。

第五琦的前一举措
，

只不

过是原有赋税征收和运输方面的改进
，

实行
“
榷盐法

” ，

则是属于税制改革的一个方面
。

第五

琦的两个举措
，

使朝廷增加 了财政收入
，

勉强将安 史之乱平息下去
。

刘晏的改革

刘晏的改革是第五琦改革的继续
。

第五琦改变江淮租庸运输线路
，

只是权宜之
一

计
，

其最

大缺陷是
“
迁险劳费

”
战乱平息后

�

由于粮道不畅
，

长安粮食供应不足
，

长安米每斗竟达 �

钱 � 人们沸沸扬扬议论此事 广德 二年 ����年�唐代宗命刘晏为
“
河南

、

江淮以来转运使
” ，

主持疏通粮运的工作
。

战前江南粮食经江南河
�

�

一潜渠
�

一一通济渠这条南北大运河运至北

方
，

其中沟通淮河和 黄河的通济渠
，

在战乱期间没有疏浚
，
已被可泥沙埋塞

，

无法行船
。

在刘

晏主持之 下
，

通济架疏通
，

自此
，

江淮
“
每年运米数十

一

万石
，
以实关中

。 ”

刘晏进一步改革
‘ ’

榷盐法
”
第五琦建议实行的食盐统购包销制度有很大的局限怀

。

首

先是盐官很多
， “
官多则扰民

” �其次
，

官吏只在盐产区附近销售
，

而距产地较远的乡村和山区

却买不到盐
。

这都影啊食盐的销售
。

刘晏减少官数量
，

只在盐产地设置盐官
，

由官府收购亭

户所产的全部食盐
，

然后转售给商人
，

听任他们至各销售
。

为了使商人能畅行无阻
，

撤销交通

线上一切以抽过境税为 目的所有关卡
。

在买盐困难的穷颖僻壤
，

则运官盐以平价出售
。

这样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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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方便了百姓
，
又扩大了销售范围

。

刘晏改进榷盐法
，

收效巨大
。

盐利由永泰年间����一���

年 �
，

每年不过 ��万贯 �每贯为 ����钱�
，

至大历����一 ���年�末年
， “
十倍其初

，， ，

增至 ���

余万贯
。

在全国财政收入中
“
盐利过半

” 。

上述第五琦
、

刘晏改革潜运
，

充其量只是解决江淮地区租庸调顺利运至朝廷的问题
，

并

非税制改革本身
。

而他们的
“
榷盐法

”
及其改进仍未触及当时国家的基本税制—对农民征

收的租庸调制
。 “
两税法

”
的实行

，

才是唐代基本税制的改革
。

两税法的实行

早在安史之乱刚刚平息
，

朝廷即着手税制的改革
。

广德二年 ���� 年�三月
，

唐代宗命刘

晏
“
与诸道节度使均节赋役

，

听便宜行毕以闻
。 ’，②这里所谓

“
均节赋役

” ，

就是调整赋税制度
。

两年后
，

大历元年 ����年�正月
，

代宗又命刘晏与第五琦
“
分理天下财赋

” ，

而刘晏负责河南
、

江淮等重要地区
，

其他地区则 由第五琦负责
。

然而
，

这一时期税制改革
，

历史记载语焉不详
。

但从一些片断的记载
，

可窥见一斑
。

大历四年����年�正月规定
�

自王公 �含一品官�以下至百姓
，

按官品及资产分为九等

户
。

按户等官下
，

征收不等的
“
户税

” �

每年税钱
�

上上户 ����钱
，

上中户 ����钱 �上下户 ����钱
。

中上户 ����钱
�
中中户 ����钱

�中下户 ����钱
。

下上户 ����钱 �
下中户 ��� 钱 �下下户 ���钱

。 ③

大历五年���� 年�三月
，

又规定
“
地税

” ，

每年夏
、

秋两季征收
�

夏税上田
，

亩税六升
�下田

，

亩税四升
。

秋税上 田
，

亩税五升 �下 田
，

亩税三升
。 ①

看来
，

大历年间似乎 已经废除了租庸调制
，

将原来不重要的户
、

地二税变为正式税收
。

改

为征收户
、

地二税
。

二税皆体现了
“
以资产为宗

”
的原则

。

从收取的内容看
，

有粮食
，

也有货币
。

从收税的时间看
，

户税一年收一次
，

而地税一年收两次
。

大历年间的税制改革
，

效果显著
。

租调收入由每年 ��� 余万贯
，

增至 ���余万贯�加上盐

利 ���余万贯
，

全国年财政收入达 ����余万贯�
。

如此重大改革
，

史书没有大书
，

似乎还只是

处于摸索阶段
，

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
，

也未可知
。

至唐德宗建中元年���� 年�
，

在杨炎的建

议下
，

实行了
“
两税法

” ，

正式取代了唐前期的租庸调制
。

虽经大历年间的整顿
，

民户仍然只有百余万户
，

与天宝年间相比
，

相距仍然很远
。

也就是

说
，

安史乱后的 �� 余年
，

仍有数百万民户寄居他乡
，

成为没有户籍的
“
客户

” ，

正因有数百万
“
客户

”
的存在

，

租庸调制才无法维持
，

而新的税制
，

首先要针对这一问题
。

两税法有三个主要

内容
�

第一
，

不分土 �有户籍的居民�户
、

客户
，

均以现居州县
，

编入户籍
�第二

，

每户不以丁男

多少
，

而是以贫富状况作为收税的依据
，

即所谓
“
以资产为宗�即

“
税资产

”
��第三

，

每年分夏
、

秋两季征收�因而名 曰
“
两税法

” �
。

两税法收效巨大
。

编入户籍的土户 ��� 余万
、

客户 ���余万
，

共 ��� 余万
。

财政收入也

大为增加
， “
每岁天下共敛三干余万贯

”
比大历末增加近二倍 �

由于实行
“
以现居为簿

”
的原则

，

按理从此不应再出现百姓出逃的现象
。

然而
，

由于实行

两税法时
，

朝廷担心收入减少
，

提出了以大历年间税收最多的一年作标准
，

不能低于此数
。

实

施的结果是
，

各州以大历末年的赋税收入为
“
定额

”
进行征收

。

而旧的
“
定额

”
并不合理

，

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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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赋税额重
�

有的额轻
。

结果况出现
“
旧重之处

，

流亡益多
” �“ 旧轻之乡

，
归附益众

” 。

元和年

间摇州的外来客户 几乎与当地土 户数量相等
。

伴随民户大流动的是土地所有权的剧烈转换
。

外逃的民户或出卖或放弃了原有耕地
，

成为无耕地的流民
。

这种情况 自建中四
、

五年以后十

分普遍
。

由 于
“
税丁身

” ，

丁男可以外逃
�“
税资产

” ，

资产包罗万象
，

其中只有不动产不可搬动
，

但

也可以变卖
。 “
税资产

”
后并没能制止百姓出逃

。

为了根本上解决民户逃往他 乡的问题
，

唐穆

宗长庆元年招刽 年 、 一

七月
，

下
一

诏
�“
委所在长吏

，

审详垦 田并桑现定数
，

均输税赋
’，⑤ 。

也就是

说
，

今后以民 户现有耕地 �包括种桑树的上地�顷亩数
，

征收赋税
。

从长庆元年至唐末均是如

此
。

史载
，

唐义宗时
，

襄州
“
据地造籍

’，⑥ ，

唐宣宗的救文指出
�“
据地出税

，

天下皆同，，�
。

这是两

税法从
“
税资产

”
到

“
税土地

”
的重大改革

。

虽然耕地可以放弃和变卖
，

但是
，

官府依然可以从

耕地新的所有者那里征收赋税
。

如果今后再出现逃亡
，

对官府的赋税征收
，

不致有太大的影

响
，

正因如此
，

长庆年间的
“
税土地

”
原则

，

经宋代
，

直到明
、

清
，

虽有一些发
，

只不过是使这一

原则更为完善而 已
沪

唐代的赋税制度改革
，

从安 史之乱起
，

至长庆元年
，

经历了六
、 一

七十年的探索
，

终于告一

段落
。

唐文宗开成四年 ����年�全国编户 已达 �
，
���

，
���⑧

。

虽然不及天宝年间
，

然而
，

此时

将近 ���万 户
，

史是有耕地的农户
，

而
“
不入籍

” 、 “
不出税

”
的无耕地户

，

不在编户之内
。

从唐代税制改革的过程中
，

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
�

·

第一
、

税收的源泉是社会经济的发展
。

开元
、

天宝时期国家税收和财政状况 良好
，

根本原

因是劳动人手增加
， “
高山绝壑

，

来相亦满
”
刘晏改进榷盐法

，

实行官收商销
，

商人足迹遍布

穷乡僻壤
，

使食盐俏量人为增加 盐利才能
“
十倍其初

” 。

社会经济的发展
，

是增加税收的前

提
。

第二�
、

税收制度的合理化需要长期的摸索过程
。

唐前期实行
“
以丁身为本

”
的租庸调制

，

在很长时期内
，

只问丁男多少
，

不间占有耕地多少�这只能在唐初农民受 田较足的情况下
，

农

民勉强可以忍受
。

随着民户增加
，

民户耕地势必 日益减少
，

普通农民不能忍受这种不合理的

赋税制度
。

唐后期民户大量出逃
，

这是一个重要原因
。

大历年间实际上 已实行
，

但尚未明确

提出的
“
以贫富为差

”
的收税原则

，

两税法则正式规定为
“
以贫富为差

” ，

前进了一步
。

而资产

中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部分
，

仍然不够合理
。

至长庆年间改为
“
税土地

” ，

耕地多者多缴 �

耕地少者少缴
�

失去耕地者
，

基本上不缴
，

这在封建社会中是比较合理的税制
。

有唐一代
，

从

税丁身至税土地
，

经历 了数
一

�
一

年的探索
�

才较为合理
。

第三
，

税制的健全化需要长期的摸索
�

从税丁身到税土地
，

也是税制健全化的过程
。

由

于 丁身可以流动 而资产 也可转移
，

其中不动产尚可出售
。

因此
，

有唐一代
，

不断出现大规模

的民户逃 亡脚象 无论是逃避占端沈
，

抑或逃避赋役
，

无不影响国家的赋税收入
。

经过数十年

的摸索
，

确定 为
“
悦主地

‘ ， ，

则堵塞 了赋税大量流失的漏洞
。

在税土地情况下
，

民户依然可以出

售耕地出逃
�

然 �。朴 自府 可向耕地的新主人征收赋税
，

对国家税收不致造成太大的影响
。

第四
、

地区之间的赋税 负担不宜过 于悬殊
。

两税法初行时
，

以各州的原有定额为
“
定额

” 。

而原有定额有轩有重
，

不尽合理
，

结果出现
“
旧重之处

，

流亡益多 �旧轻之乡
，

归附益众
”
的现

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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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
财政体制的改革

唐前期
，

朝廷直接管辖全国 ���余州
，

全国财政由户部统一管理
。

各州及其属县的收支

皆由户部调拨
。

这是唐前期封建中央集权制在财政上的表现
。

唐玄宗在普安郡下的诏书
，

授

予节度使以财权
，

这意味着财权的下放
。

广德二年����年�三月
，

唐代宗命刘晏
“
与诸道节度

使均节赋役
”
是不仅是税制上的调整

，

也意味着财政体制上的改变
，

即在财权下放的前提下
，

责令节度使在赋税收入中以一定比例上缴中央
。

大历元年����年�代宗又命刘晏与第五琦
“
分理天下财政

” ，

就是大力贯彻财政上的体制改革
。

在财政体制改革初期
，

体制改革贯彻不够有力
。

八年的战乱
，

使朝廷元气大伤
，

而经济力

量雄厚的节度使
，

凭着丰厚的财力
，

异常跋启
。

安史之乱平息之后
，

由于安史阶将在河北力量

仍很雄厚
，

朝廷无力彻底铲除
，

仍任命安史阶将为河北三镇节度使
�

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
�
李

宝臣为成德节度使 �李正 已为平户节度使
。

分别管辖数州皆
“
贡赋不入

” 。

此外
，
山南道节度

使梁崇义和西川节度使崔宁
，

也凭雄厚的力量不遵朝廷地令
，

自专财赋
， “
贡不入

” ⑨
。

尽管如

此
，

由于大因年间进行的税制改革
，

盐利的大幅度增加国家的财政比战乱期间仍有明显的妖

转
，

可以勉强支撑
。

为进一步贯彻财政体制改革
、

整顿财政
，

建中元年����年�与实行两税法的同时
，

唐德

宗
“
分遣使臣几十余辈 �人�

” ，

至各道与节度
、

观察使商定赋税收入的分割 比例
。

史载
� “
国家

置两税以来
，

天下之财
，

限为三品
�

一曰上供�中央�
�二曰留使�节度

、

观察使�
�
三曰留州……

皆定额以给资
。 ’，⑩这比刘晏与诸道节度使

“
均节赋役

“
前进了一步

，

明确规定
�

节度
、

观察使

在辖区内所收赋税分为留州
、

留使
、

上供三个部分
。

如果说此前
“
均节

”
尚属财政体制改革的

摸索阶段
，

那么
，

建中元年明确划为
“
三品

” ，

就标志新财政体制的确立
。

两税法初行时
， “
每岁

天下
”
能

“
敛三千余万贯

” ，

与此有极为密切的关系
。

然而
，

好景不长
‘

自建中二年����年�起
，

在 �� 多年中
，

连续发生
“
四镇之乱

” 、 “
径师之

变
” 、 “
李怀光之叛

” ，

极大地冲击了新的财政体制
。

力量雄厚的节度使
、

观察使又跋启起来
。

例

如
，

自贞元十五年����年�任宋
、

毫
、

洋
、

颖观察使的韩弘
，

集聚了大量财富
， “
有钱百万贯

、

粟

三万石
、

马 七干匹
” 。

但在任 �� 余年
， “
未当上供

’，⑧ 。

直到唐宪宗即位后的翌年即元和二年

����年�宰相李吉甫指出
�

当年全国共有节度
、

观察使 ��
， �

上州 ���
，

而
“
每岁赋税倚办止于

浙东
、

浙西
、

宣款
、

淮南
、

江西
、

鄂岳
、

福建
、

湖南等 �节度
、

观察使
、

�� 州
。

，，�绝大多数节度
、

观

察使不入贡赋
，

国家财政状况可想而知
。

但是
，

这并不是说江南八道以外的节度
、

观察使完全不
�

�缴财物
。

他们中有的节度
、

观察

使虽不
�

七缴正税
，

但往往以
“
进奉

” 、 “
进羡余

”
的名义

， �

上供粮食
、

布帛
、

货币以及金银器皿
，

以

缓和与朝廷的矛盾
。

有的州刺 史还在正税之外
“
进奉

”
朝廷

。

而唐德宗也鼓励这样做
。

贞元

十二年����年�常州刺 史裴肃就是以
“
进奉

”
多

，

被提升为浙东观察使的
。

西川节度使韦皋也

以
“
丰贡献

，

以给主�皇帝 �恩
” 。

节度
、

观察使以及州刺史
，

如何支配地方财政表现不一
。

有的用于兴修水利
、

修缮官舍
。

贞元元年 ����年�任西川节度使的韦皋
，

在蜀 �� 年
， “
官府既充

，

时宽其民
” ，

使辖州百姓每

三年免一年的赋税
。

但更多的节度
、

观察使包括部分州刺史
，

中饱和囊
、

大肆挥霍
。

例如在宋
、

毫
、

洋
、

颖节镇中
，

甚至有不成文的惯例
�

新上任的观察使可
“
以钱二百万贯

，

实其私藏，，�
。

他

�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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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
“
大手大脚

” 。

陆赞年轻时路径寿州
，

刺史张锐看重他
，

想赠送给他
“
钱百万

” ，

被陆赞谢绝
。

他们挥霍成性
，

有的
“
飨宴侈纵

，

一 日费凡十数万
。 ”

与地方节度
、

观察使状况相对照的是
，

朝廷财政拮据
。

地方上供赋税有限
，

加上经济常用

兵
、

军费开支很大
，

为了筹措经费
，

官府开始征收酒税
、

茶税
、

房产税
、

货币流通税
，

以应急需
。

史载
�“
于是

，

愁怨之声
，

盈于远近
。 ”
这终不能解决问题

。

当时财政上的混乱是当时政局混乱的反映
。

唐宪宗即位后一方面整顿政局
�一方面整顿

财政
。

元和二年平定了镇海军节度使李琦的叛乱 �元和十二至十四年
，

先后平定了西川节度

使刘癖
、

淮西节度使昊元济和三街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叛乱
。

与此同时
，

宪宗于元和二年任命

裴泊为户部侍郎
，

削弱地方财权
，

规定
�“
观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调�当时的习惯用语�

，

至不足
，

乃取支郡以赡
。

故
‘

送使
’
之财

，

悉为
‘

上供
’ 。 ’，⑩简单地说

，

即将
“
留使

”
定额全部上供

，

所需经

费
，

由
“
留州

”
定额中支取

。

宪宗这种双管齐下的举措收到巨大效果
。

在朝廷威势大张之下
，

史载
�“
自广德以来

，

垂

六十年
，

藩镇�指节度使而言
。

节度使为官名
，

藩镇
，

就其机构
、

地域而言
。

�跋启河南
、

河北三

十余州
，

自除官吏
，

不供贡赋
。

至是
，

尽遵朝廷约束
。

，，�除了老藩镇 “
尽遵朝廷约束

”
之外

，

一

些新兴的藩镇也
“
势屈入觑

” 。

宣武军节度使�原为宋毫汁颖观察使
，

后更名�韩弘
，

聚集了大

量财富
，

但
“
镇大梁二十余载

，
�所辖�四州

，

皆为 己有
，

未当上供
” 。

朝廷平定淮西
、

淄青
。

他
“
势屈入觑

” ，

两次向朝廷绵 帛 �� 万正
、

马 ����匹
、

金银皿 ���千件
。 ⑩穆宗长庆元年 ����

年�将两税法由税资产改为
“
税土地

”
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实现的

。

然而
，
宪宗没有来得及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就死去

。

虽然暂时削弱了强藩
，

但所增收的赋

税全部用于军需
，

国带空虚
，

就连归附了的淄青
，

也还没有确定上供定额
。

唐穆即位不久
，

河

北三镇再叛
，
强藩故态复萌

。

直到唐文宗即位
，

趁削平横海军节度使�辖沧
、

景等州�李同捷之

乱的威势
，

重新整顿财政
。

这次财政整顿
，

史书记载语焉不详
。

从两条记载中透露了这方面

的消息
。

大和六年����年�九月
， “
淄青初定两税额

，

五州
，
���

，

���贯
。

自此
，

淄青始上供
。 ”

开成四年����年�
“
户部计

，

现管户 ����
，
���” 。 ⑩这些记载说明了大和

、

开成年间恢复了对

绝多数节度
、

观察使的控制
，

并着手恢复
“
上供

” 、 “
留使

” 、 “
留州

”
的三分制

，

继续贯彻财政上

的体制改革
，

并且整顿了税制
，

贯彻
“
税土地

”
的税收原则

。

正因如此
，

才使编户从两税法初行

时的 ���万户�其中含新编入户籍的 ��� 客户�增至近 ��� 万户
。

看来
，

这 ��� 万户是有耕地

的民户
，

无地的客户不包括在内
。

唐文宗大和
、

开成年间的整顿
，

效果巨大
。

史载
�

至唐宣宗
“
大中十四年

，

内库资积如山
，

户部延资�库�充满
” ，

不仅中央如此
，

地方亦然
。 “
宰相白敏中领西川�节度使�

，

库钱三百万

贯
。

诸道亦然
” 。 ⑩这充分说明

，

文宗以后维系了
“
上供

” 、 “
留使

” 、 “
留州

”
的体制

。

不过
，

看来中

央所占的比例较前大为增加
，

这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的
。

从唐代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
，

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
�

第一
、

地方拥有财权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
。

安史乱后
，

战乱不断
，

朝廷 自顾不暇
。

各道
、

各州拥有
“
留使

” 、 “
留州

”
的赋税定额

，

有利于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
。

唐代后期经济最为发达

的淮南
、

江南各道
，

所修建的水利工程比唐前期大为增多
。

仅以江南各道�包括江西�为例
，

唐

代共修筑大型水利工程 �� 项
，

而唐后期就占 �� 项
。

著名的杭州
“
钱塘湖

”
就是长庆年间杭州

刺史白居易修筑的
。

唐代开元
、

天宝年间虽称为鼎盛时期
，

然而
，

这是指政治
、

军事
、

社会经济

���



翁俊雄
�

唐代税制和财政体制的改革

总体而言
。

如果仅从社会经济上看
，

唐后期 比唐前期的发展水平要高得多
。

这恐怕与地方上

拥有一定的财权不无关系
。

第二
、

财政体制的三分制
，

重点在
“
上供

” 。

两税法始行时
， “
上供

” 、 “
留使

” 、 “
留州

”
各占一

定比例
。

尔后
，

战乱屡起
，

中央削弱
，

地方跋启
，

出现了节镇不按时
、

不按数
，

甚至根本不入贡

赋的现象
。

朝廷财政拮据
�

甚至威胁到朝廷的生存
。

贞元年四月
，

长安府库空竭
，

军队口粮不

足
，

有士兵在街道叫骂
，

唐德宗愁苦万分
。

幸好浙西节度使韩说运米三万石至京师
，

德宗高兴

地对太子说
�“
米 已至陕

，

吾父子得生矣 �”就说明了这一点
。

唐宣宗大中年间在
“
内库资积如

山
”
的同时

，

各道节度使府库积钱不下
“
三百万贯

” 。

这说明
，

在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前提下
，

同时使地方财政充裕
，

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目标
。

结 束 语

从唐前期至唐后期
，

正处于农业生产结构的重大变化时期
，

即由以均 田农业民小规模经

营为主导地位让位于大地主 田庄居于主导地位
。

在这个转变过程中
，

封建国家的税收制度必

须加以改革
，
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

。

而安史之乱只是一个诱因
。

唐代的税制改革
，

经过数十

年的摸索
，

终于以税土地为主要内容的
“
两税法

”
替代

“
租庸调

”
制

。

它不仅适应了唐后期的形

势
，

也适应了封建后期的社会状况
，

因而为宋代以后所遵循
。

从唐前期至唐后期
，

正处于南方各地广泛开发的时期
。

尽管开元
、

天宝年间
， “
高山绝壑

，

末耙亦满
” ，

但是
，

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
，

就连江西
、

鄂岳 �今湖北�
、

湖南
、

福建等道
，

人 口 尚

稀
，

社会经济尚不发达
。

唐后期北方百姓大量南徙
，

充实了当地的劳动人手
。

唐后期节度
、

观

察使拥有辖区的行政权和财权
，

有利于各地
，

尤其是上述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
。

元和二年
，

朝

廷财政收入所依靠的江南八道
，

而上述地区竟占了其中的半数 �这充分说明
，

唐后期的财政

体制改革
，

不仅是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
，

而且
，

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
。

由此可见
，

唐代税制和财政体制的改革
，

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
，

又有利于社会经济

进一步的发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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